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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决策中的公平准则及其神经机制* 

罗  艺 1  封春亮 1  古若雷 2  吴婷婷 1  罗跃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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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决策中的公平准则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 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分别从动机和认知的角度对这

个课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在这些工作中, 最为突出的是“均等”, “互惠”和“情绪”三个模型的提出。均等和互惠

模型试图从动机角度理解个体的公平行为, 而情绪模型则更强调个体在公平决策中的认知和情绪的加工过

程。近年来脑成像的研究也为这些模型提供了相应的支持, 其中与公平准则最密切的脑区是脑岛和背外侧前

额叶：前者一般被认为是反映了个体面对不公平待遇时的负性情绪体验; 而后者主要负责决策过程中的抑制

控制。但这些脑区具体的功能还存在很多争议, 反映了不同理论模型对特定脑区功能的不同理解。未来研究

应注意三个模型之间的相互补充, 以及加强多模态的脑指标的运用, 并注重相关脑区的整体性, 此外, 公平决

策行为中的个体差异, 以及社会情境对其的影响也应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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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平规则对社会决策的影响  

古代思想家很早就认识到公平在社会活动中

的重要性, 比如儒家经典《论语》就提出了“不患
贫而患不均”的观点—— 治国者需要担心的不是
社会财富总量不足, 而是财富在人民之中分配不
平等。北宋理学家陈襄也曾指出：为官者“事惟公
平, 可以服人心” (引自《州县提纲》)。后世的学
者也一直延续着 “什么是公平 ”的思考 (Harlé, 
Chang, van 't Wout, & Sanfey, 2012; Picton, 
Saunders, & Jentzsch, 2012; Suveg & Zeman, 2004; 
Wang, Seidler, Hall, & Preston, 2012), 充分表明公
平这个主题在人类社会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到

了现代 , 对公平的探讨已经不再是哲学家的“一
言堂”。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都积极参与其中, 对
公平相关的心理机制、脑机制以及进化机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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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深入研究(Momennejad & Haynes, 2012)。下文将
具体介绍对人类执行与遵守公平准则的倾向进

行解释的三种主流理论模型 , 以及相关的实验
证据。 
1.1  均等模型 

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 最优的决策策略就是
使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策略。为了做出最优选择 , 
个体必须遵循“理性人”的思维模式, 避免受到情
绪 或 其 他 社 会 因 素 的 影 响 (Sanfey, Rilling, 
Aronson, Nystrom, & Cohen, 2003)。然而研究者们
很早就发现在社会决策情景中, 除了单纯的利益
导向之外, 公平也是影响个体行为的一个重要因
素(Rabin, 1993)。个体执行与遵守公平准则的倾向, 
在使用“最后通牒游戏(Ultimatum Game, UG)”范
式的实验中得到了充分体现(Güth, Schmittberger, 
& Schwarze, 1982)。UG游戏一般包括两名参加者, 
分别扮演“分配者”和“接收者”两种角色, 对一笔
奖金进行分配。其中分配者有权提出分配方案 , 
接收者有权接受或拒绝该方案。如果分配者的方

案被接受, 这笔奖金就按照分配者提出的方案进
行分配; 如果方案被拒绝, 两人的所得金额均为
零。按照“理性人”假说, 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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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者应该会分尽可能少的金额给对方, 而接收
者应该接受任何非零的分配方案, 因为任何数额
的收入都比得不到钱更为有利。然而大量实验结

果表明分配者往往倾向于将一半左右的奖金分给

对方; 而当分配给接收者的份额少于 20%时, 这
些分配方案被拒绝的概率高达 50% (Sanfey et al., 
2003; Schwartz & Weinberger, 1980)。 

在 Fehr与 Schmidt (1999)提出的均等模型中, 
个体的拒绝行为被解释为对不均等结果的厌恶 
(Chen & Vazsonyi, 2011)。具体来说, 个体在社会
决策中不仅仅会考虑自身的所得, 同时也会考虑
自己与别人的收入是否对等(Tabibnia, Satpute, & 
Lieberman, 2008)。而当个体与他人的所得处于不
均等状态时, 那么即使个体的所得不为零, 个体
的心理收益也可能是负值, 从而促使个体做出拒
绝行为以达到均等的目的。这个均等模型得到了

大量实验结果的支持。例如, Fehr等(2008)发现儿
童随着年龄的增长, 在对资源(糖果)进行分配时
会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均等方案, 回避不均等方案
(不论方案对自己有利还是不利), 这说明公平的
观念在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了强化。为了消

除自己与他人在分配上的不均等状态, UG中的接
收者会牺牲自身利益来拒绝不公平的分配方案 , 
从而对分配者造成惩罚(Dawes, Fowler, Johnson, 
McElreath, & Smirnov, 2007; Dawes et al., 2012; 
Johnson, Dawes, Fowler, McElreath R, & Smirnov, 
2009) 。最后, 近年来脑成像的研究也发现均等的
分配会激活奖赏加工的脑区 (Harlé et al., 2012; 
Tabibnia et al., 2008; Tricomi, Rangel, Camerer, & 
O'Doherty, 2010), 表明均等状态本身对个体来说
就是一种奖赏。 

虽然已有大量的研究支持均等模型, 但也有
一些实验结果与均等模型并不相容。例如, 与电
脑随机提出的分配方案相比, 接收者更倾向于拒
绝由人提出的方案, 即使两者的不均等程度是一
样的 (Blount, 1995; Knoch et al., 2008; Knoch, 
Pascual-Leone, Meyer, Treyer, & Fehr, 2006)。但是
根据均等模型, 被试的公平感应该只取决于分配
方案是否均等, 而不管方案的提出者是电脑还是
人。因此分配者的变化引起的行为差异无法用厌

恶不均等的动机来解释。 
1.2  互惠模型 

另一种理论模型—— 互惠 (reciprocity)—— 

能更好地解释为什么个体更倾向于拒绝由人提出

的分配方案。研究者们认为, 存在三种互惠原则：
第一种是直接互惠(direct reciprocality), 即个体当
前的行为能直接给自己带来利益。例如当个体之

间需要多次重复交往的时候, 当前的惩罚行为可
能是为了在后续的交往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Trivers, 1971); 第 二 种 是 间 接 互 惠 (indirect 
reciprocality), 即个体虽然不能通过惩罚从互动
的对方那里直接得到利益, 但却可以藉此在群体
中建立声誉, 从而在之后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中得
到更多公平对待, 间接地获益(Nowak, 2006)。然
而不管是直接互惠还是间接互惠, 都不能很好地
解释在UG中出现的拒绝行为, 因为UG的分配者
和接受者之间的互动往往是单次(one-shot)的而不
是多次重复的, 而且也没有第三方可以获得接受
者是否拒绝(亦即给予惩罚)的信息。因此个体的惩
罚行为可能反映了第三种互惠原则：强互惠

(strong reciprocality), 也即个体出于维护公平准
则的动机而采取惩罚行为, 即使惩罚行为本身是
高成本的, 而且惩罚实施者并不能直接或间接地
从中获得任何利益(Bowles & Gintis, 2004)。 

根据强互惠原则, UG中的惩罚行为的性质是
利他的。虽然利他惩罚对个体没有意义, 但如果
一个群体中存在强互惠的个体, 这样的群体在进
化中是有优势的：强互惠者(strong reciprocator)会
惩罚违反公平准则的行为, 使公平准则在群体内
得到巩固(Bruni, Gilli, & Pelligra, 2008)。因此互惠
模型能更好地解释为什么 UG 接收者更倾向于拒
绝由人提出的不均等分配方案; 而当分配者是电
脑时, 这种互惠的效应就消失了。 

均等模型和互惠模型, 都是从宏观的动机角
度去解释公平行为的产生。然而随着对公平研究

的日渐深入, 这两种经典模型还是暴露出了一定
的局限性。例如, 在 Yamagishi等人(2009)设计的
“免责游戏(Impunity Game)”中, 接收者的决策只
会影响他自己的所得; 无论接收者选择接受或拒
绝 , 分配者都可以得到他分给自己的那部分金
额。即使在这样的实验情景下, 接收者拒绝不公
平方案的可能性仍然高达 30%—40%。均等和互
惠模型都不能解释接收者在免责游戏中的追求公

平的倾向：一方面, 根据游戏规则, 接收者的拒绝
行为实际上会增大两位参与者之间的分配不均等

程度; 另一方面, 接收者的拒绝行为无法影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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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者的所得, 分配者甚至不会知道对方是否拒绝
了自己的分配方案, 因此免责游戏的接收者是无
法惩罚不公平分配者, 从而让对方遵守公平准则
的。可见, 仅仅从动机的角度解释个体在社会决
策中的公平行为, 是存在很大局限性的。研究者
们发现, 如果在理论模型中引入情绪因素, 就可
以对 Yamagishi等人的发现做出相对合理的解释：
不公平的分配方案会诱发个体的负性情绪, 而拒
绝不公平的行为, 可能是对这种负性情绪的表达
和宣泄(Xiao & Houser, 2005)。 
1.3  情绪模型 

情绪模型认为, 个体的情绪因素在社会决策
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Pillutla & Murnighan, 
1996)。以往很多研究已经发现不公平的分配方案
会引起负性情绪反应 (Calder, Keane, Manes, 
Antoun, & Young, 2000; Damasio et al., 2000; 
Hewig et al., 2011; van't Wout, Kahn, Sanfey, & 
Aleman, 2006), 为我们深入理解情绪对公平行为
的推动作用提供了重要信息。为了验证情绪模型, 
研究者们试图在 UG 中操纵个体的情绪状态, 以
考察个体在不同情绪状态下面对不公平分配时的

行为变化。例如在 Harlé 和 Sanfey (2007)的研究
中, 通过电影片段诱发被试的悲伤、喜悦或中性
情绪, 结果发现悲伤情绪组比中性情绪组拒绝了
更多的不公平分配方案。 

另一方面 , 情绪调节也能显著改变个体在
UG 中的行为模式。Xiao 等人在经典 UG 中加入
了一个书写表达阶段—— 接受者在做出选择之前, 
可以在主试提供的卡片上向分配者写下一句话。

他们发现与控制组(无书写表达)相比, 书写表达
组的接受率出现显著提高。这说明 UG 中的拒绝
行为是接收者对不公平分配表达愤怒的一种手段, 
而书写表达使接收者在决策前宣泄了愤怒, 从而
减弱了他们接下来执行惩罚的意愿。最近一项研

究比较了不同类型的情绪调节策略对 UG的影响, 
结果发现与“表达抑制”策略相比, “认知重评”策
略对 UG 中的决策倾向影响更大, 会使接收者更
多地接受不公平的分配方案(van't Wout, Chang, & 
Sanfey, 2010)。Grecucci等人(2012)进一步对比了
两种认知重评策略—— 向上调节 (up-regulation, 
增强对分配者意图的负性评价 )和向下调节
(down-regulation, 减弱负性评价 )——对个体在
UG 中的行为和大脑活动的影响, 发现向上调节

使拒绝率提高, 而向下调节的效果则相反。 
最后, 一项针对脑损伤病人的研究发现, 与

正常人或者其他脑区受损的病人相比, 腹内侧前
额叶(ventr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损
伤病人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拒绝率显著提高。

VMPFC 被认为在情绪调节中起重要作用, 因此
这类病人在 UG 中的高拒绝率可能是情绪调节能
力受损所导致的(Koenigs & Tranel, 2007)。这项研
究从侧面证明, 不公平待遇会引起愤怒、厌恶等
负性情绪体验, 而个体对这些负性情绪的有效调
节则能显著地降低惩罚的动机。 

近年来流行的  “双系统理论” (dual system 
approach)试图融合社会决策中的认知因素和情绪
因素。这个理论认为, 在社会决策过程中存在两
个系统的交互作用, 一个是反应较快的、自下而
上的情绪系统, 与自动化的过程相关; 另一个则
是反应相对较慢的、自上而下的理性系统, 与抑
制控制相关(Loewenstein & O'Donoghue, 2004)。实
证研究发现被试拒绝分配方案的决策用时显著短

于接受方案的用时; 此外, 当个体处于高认知负
荷状态下时 , 对不公平方案的拒绝率会显著提
高。这些结果说明拒绝不公平方案的行为属于较

快的、自动化的反应; 而接受不公平方案的倾向
会受到认知资源的影响, 可能与理性系统的抑制
控制过程有关 (Halali, Bereby-Meyer, & Meiran, 
2011)。也就是说, 公平在社会决策中的作用机制
并不是简单地受情绪所驱动, 而是一个认知和情
绪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 

以上三个理论模式是公平决策领域最受关注

的模型, 很多研究都是围绕这三个理论模型的争
论展开 (Xiao & Houser, 2005; Yamagishi et al., 
2009), 并且, 在 Rilling和 Sanfey(2011)的综述中, 
这三个模型的解释力得到了总结和肯定。以往研

究中的争论主要来源于这些理论的不同预测。这

些争论不仅仅局限于行为层面, 同时也包括这些
模型对公平决策相关脑机制所作出的不同解释。 

2  公平规则影响社会决策的脑机制 

近十年来随着脑成像技术的日趋成熟, 公平
行为所对应的脑机制也逐步被揭示出来。研究者

们认为, 在与公平感相关的脑区之中, 最重要的
两个区域是主要负责情绪加工的脑岛(insula)和主
要负责认知控制的背外侧前额叶 (dorsal lat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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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rontal cortex, DLPFC)。 
2.1  脑岛 

脑岛可以分成多个功能不同的亚区, 其中后
脑岛主要负责编码初级的数量信息 (Wright, 
Symmonds, Fleming, & Dolan, 2011); 中脑岛主要
负责将身体的生理状态或感觉, 与意识相关的线
索相整合(Craig, 2009; Wright et al., 2011); 前脑
岛主要涉及对情绪和身体状态的自我意识(Paulus 
& Stein, 2006; Singer, Critchley, & Preuschoff, 
2009)。在 UG 任务中, 不公平的分配方案主要激
活的是前脑岛, 而且前脑岛的激活强度与对不公
平方案的拒绝率呈正相关(Sanfey et al., 2003)。由
于前脑岛在物理性和社会性的负性情绪体验中都

扮演重要角色(Harenski & Hamann, 2006; Moll et 
al., 2002; Singer et al., 2004), 研究者们将前脑岛
在 UG 任务中的激活, 解释为个体在面对不公平
分配方案时的厌恶或愤怒情绪体验。这也从侧面

支持了情绪模型的假说 (Güroğlu, van den Bos, 
Rombouts, & Crone, 2010; Güroğlu, van den Bos, 
van Dijk, Rombouts, & Crone, 2011; Rilling & 
Sanfey, 2011; Sanfey, 2007; Tabibnia et al., 2008; 
Wright et al., 2011)。近年来, 研究者通过操纵个体
在进行 UG 任务时的情绪状态, 进一步证明前脑
岛的激活确实反映了面对不公平方案时的负性情

绪反应(Grecucci, Giorgetta, Van't Wout, Bonini, & 
Sanfey, 2012; Harlé et al., 2012)。例如, 与诱发中
性情绪的个体相比, 被诱发悲伤情绪的个体在面
对不公平分配时出现了更强的前脑岛的激活, 对这
类方案的拒绝率也相应提高 (Harlé et al., 2012)。这
证明情绪因素在公平相关的社会决策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 而前脑岛则是其中的关键脑区。 
近期的研究发现后脑岛在公平相关的决策中

也会被激活。有人认为, 它主要编码的是分配方
案在分配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均等程度, 而对分配
方案的社会情境不敏感; 与之相反, 前脑岛不仅
编码分配方案的均等性, 同时也能反映出社会情
境的微妙差异(Wright et al., 2011), 提示前脑岛的
活动能更加灵活地反映个体在特定社会情境下的

情绪状态, 这和 Harlé等(2012)的结论是一致的。
但是在一项情绪调节研究中, Grecucci等(2012)发
现后脑岛在面对不公平分配时的激活能够反映出

不同调节策略(向上或向下调节)之间的差异, 表
明后脑岛也可能对不同情景下的情绪状态敏感 , 

而不仅仅反映了分配方案本身是否均等。总括而

言, 虽然大多数研究者都同意脑岛的活动反映了
个体面对不公平分配时的负性情绪体验, 但脑岛
不同亚区在公平相关决策中的具体作用还有待进

一步的研究。 
2.2  DLPFC 

对 DLPFC 功能的一种较普遍的解释是认知
控制假设(cognitive control hypothesis)。根据这个
假设, DLPFC 在社会决策中的激活反映的是认知
控制以及对优势反应的抑制。然而对 UG 接收者
来说, 拒绝(“非理性”/利他)和接受(“理性”/利己)
这两种选择, 哪一种才是优势反应？关于这一点
尚存在激烈的争论。正如前文所述, 双系统理论
认为, 对不公平分配的厌恶情绪会促使个体产生
拒绝分配的冲动, 这种反应是较快的、自下而上
的。因此, 拒绝不公平的方案是个体的优势反应, 
而 DLPFC 抑制的就是个体的负性情绪及相应的
拒绝反应, 从而让个体做出更符合“理性”的选择
(Sanfey et al., 2003)。但是 Knoch等人(2006)使用
经颅磁刺激技术(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 发现右侧 DLPFC 受到刺激干扰的被试组
对人提出的不公平方案的接受率显著高于控制

组。这项研究不支持 DLPFC抑制负性情绪的观点, 
因为如果 DLPFC 抑制的是不公平方案带来的负
性情绪, 那么当该抑制功能被削弱(DLPFC 活动
受抑制)之后 , 负性情绪对决策的影响应该更大 , 
也就是说被试会做出更多的拒绝行为 , 而这与
Knoch等人的实验发现恰恰相反。因此, Knoch等
人认为个体具有自我获利的冲动—— 在面对不
公平分配方案时 , 个体的优势反应是接受方案 , 
因为这能直接使自己获利, 而DLPFC则在决策过
程中抑制这种冲动, 使个体更多地考虑公平准则, 
通过拒绝不公平方案来惩罚分配者。我们可以看

出, 对DLPFC功能的争论其实反映了情绪理论与
互惠理论对 UG 中的拒绝行为的不同理解：情绪
理论认为拒绝行为是一种情绪化的非理性行为 , 
当个体面对不公平方案时, 需要DLPFC来抑制自
己的非理性冲动; 互惠理论则认为拒绝行为是出
于利他的动机 , 因此个体做出拒绝行为时需要
DLPFC抑制利己的倾向。 

近期, 一些研究者对DLPFC的作用给出了另
一种解释——整合选择假设 (integration-and- 
selection hypothesis)。这个假设认为, 在社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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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 DLPFC 可能负责表征长远的、全局性
的目标和奖赏, 这些表征以及所有的选项和相应
后果被传达到背侧纹状体等其他脑区。这些脑区

的协同工作, 使个体能够根据与情景相符的规则, 
整合双方(或多方)的责任、自己行为可能造成的伤
害等各方面信息, 从而做出在当前社会情境下最
适合的行为。当 DLPFC的活动受到抑制时, 个体
也就失去了对长远利益的表征能力, 仅仅依据当
前获利指导自己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 对不公
平方案的拒绝率会出现下降(Buckholtz & Marois, 
2012)。整合选择假设还能解释认知控制假设所无
能为力的一些现象, 例如 Buckholtz 等人(2008)发
现, 与不惩罚的选择相比, 当个体在第三方惩罚
任务中选择惩罚时, DLPFC 的活动更强。这是因
为在选择惩罚时 , 个体需要整合各方面的信息 ; 
而不选择惩罚时, 个体只需要简单地抑制自己的
反应。因此这个结果提示 DLPFC主要负责对各类
信息的整合 , 而不是简单的抑制 (Knoch et al., 
2006, 2008; Sanfey et al., 2003)。 

在DLPFC功能的偏侧化方面, 现有的研究结
果也存在一些矛盾。早期的研究发现, 不公平方
案能比公平方案诱发更强的双侧 DLPFC 激活
(Sanfey et al., 2003)。后续的研究使用经颅磁刺激
(TMS)和经颅电刺激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方法分别干扰左右侧 DLPFC, 
结果发现只有在右侧DLPFC被抑制时, 维护公平
准则的行为才显著减少(Baumgartner, Knoch, Hotz, 
Eisenegger, & Fehr, 2011; Knoch et al., 2006, 2008), 
提示只有右侧 DLPFC在公平相关行为中起作用。
近年来的一些发展心理学研究则对这个结论提出

了挑战 (Figner et al., 2010; Hare, Camerer, & 
Rangel, 2009), 如 Harlé 等人(2012)发现相比于年
轻人来说 , 老年人在参与 UG 时更依赖于左侧

DLPFC 的激活来维持抑制控制等功能。此外 , 
Steinbeis 等人(2012)以青少年和成人为被试的研
究发现, 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 左侧 DLPFC 的激
活与对公平准则的遵守呈正相关, 也与冲突控制
的能力呈正相关。在排除年龄因素之后 , 左侧
DLPFC 的皮层厚度仍然可以预测个体对公平准
则的遵守倾向。这些互相冲突的结果可能说明左

侧和右侧 DLPFC 在个体执行与遵守公平准则时
都起着一定的作用, 将来的研究则需要进一步分
离左侧和右侧 DLPFC 在公平相关决策中所对应

的心理机制。 
2.3  其他脑区 

综合上文可知, 在社会决策过程中, 前脑岛
激活反映的可能是不公平分配诱发的负性情绪体

验, 而DLPFC激活反映的可能是对这种情绪的抑
制控制。除了这两个被重点强调的区域之外, 研
究者们也逐步发现了其他脑区在公平行为中的作

用。例如, 公平行为涉及的情绪加工脑区可能并
不局限于前脑岛。近期研究表明, 不公平的分配
方案能引起杏仁核(amygdala)的激活 , 而且其活
动强度能预测个体对不公平方案的拒绝率(Gospic 
et al., 2011)。考虑到杏仁核在多种基本情绪(例如
恐 惧 和 焦 虑 )加 工 中 的 重 要 作 用 (Feinstein, 
Adolphs, Damasio, & Tranel, 2011; Hamann, 2011), 
这项研究的结果应该说是与情绪模型的预期一致

的。但是杏仁核与脑岛的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还
是目前研究的一个空白—— 在公平相关决策中 , 
两个脑区是协同编码个体的情绪体验, 还是有所
分工, 各司其职？这个问题只能等待后续实验的
进一步挖掘。 

另一方面, 在公平行为中参与认知控制的脑
区也不仅仅局限于前额叶。例如在 UG 中, 不公
平方案与公平方案相比 , 前者诱发的扣带前回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激活更强(Güroğlu 
et al., 2010; Sanfey et al., 2003)。ACC被普遍认为
与冲突监控有关 (Botvinick, Nystrom, Fissell, 
Carter, & Cohen, 1999; MacDonald, Cohen, Stenger, 
& Carter, 2000), 因此ACC在UG中的激活模式可
能反映了双系统理论中所强调的认知与情绪动机

的冲突。再者 , 腹外侧前额叶 (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VLPFC)等参与情绪调节的脑区
也在公平相关决策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 当
不公平方案被接受时, 往往伴随着VLPFC等情绪
调节相关脑区活动增强 , 以及前脑岛活动削弱
(Hariri, Mattay, Tessitore, Fera, & Weinberger, 2003; 
Lieberman, 2011; Tabibnia et al., 2008)。  

3  总结和展望 

3.1  三个模型的相互补充 
现代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从动机、情绪等角

度探讨了个体对公平准则的执行与遵守, 提出了
均等、互惠、情绪等理论模型来解释这种人类特

有的社会行为。通过将经典范式与脑成像技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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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研究者们可以探索脑岛、DLPFC 等脑区在
社会决策过程中的功能, 使我们对个体执行与遵
守公平准则所涉及的神经机制的认识越来越深

入。然而现有的几个理论模型之间存在冲突, 对
个体拒绝不公平方案的行为所作出的解释很不一

致。例如, 均等模型认为个体的拒绝行为仅仅是
为了消除与他人之间不均等的收益状态, 也即一
种类似于 “仇富 ”的动机 (Dawes et al., 2012; 
Johnson et al., 2009); 互惠模型认为个体的拒绝行
为是出于一种利他的动机, 是为了维护“公平”这
个社会准则(Bruni et al., 2008); 情绪模型则强调
不公平方案诱发的负性情绪是个体做出拒绝行为

的主要因素, 不管个体的动机是利他的还是非利
他的(Harlé et al., 2012)。这三种理论模型从不同角
度寻找个体执行与遵守公平准则的原因, 这其实
也反映了个体社会行为客观上的复杂性。虽然它

们都有相应的实验证据支持, 但迄今甚少有研究
探讨不同模型之间的联系。未来研究应注重探索

三种理论模型是否能够相互补充, 如个体在面对
不公平方案时, 情绪因素的产生与作用, 可能受
到互惠模型中所强调的个体自身的道德标准, 或
者说个体的利他动机的影响, 由此, 情绪模型应
该参考互惠模型的内容, 进行一定的修正。 
3.2  公平决策行为中的个体差异 

考察公平决策行为中的个体差异, 也是一个
值得关注的未来研究方向。Fehr和 Schmit (1999)
提出的均等模型已经考虑到了个体差异的因素 , 
认为不同个体对分配不均等的敏感程度不同。因

此分配方案的公平程度在不同个体的社会决策中

所占的权重是不一样的。但是现有大多数研究侧

重在整体样本中考察对公平准则执行与遵守的心

理或神经机制, 个体间的差异则往往被忽视。具
体来说, 为什么有些个体面对不公平的方案时会
产生强烈的负性情绪从而拒绝这些方案, 而其他
个体却能够接受非常不公平的方案？对这个问题

的回答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个体执行

与遵守公平准则时涉及的具体动机和心理过程 , 
另一方面也可以检验现有理论模型中的假设。例

如, 通过比较情绪调节能力不同的个体在公平相
关决策中的行为以及神经活动模式差异, 可以更
有效地对情绪模型进行检验。 
3.3  不同模态的脑指标的运用 

除了传统的问卷研究和临床精神病学研究之

外 , 近几十年来神经影像学新技术的飞速发展 , 
也为我们从脑结构的角度考察个体差异提供了方

便。上文已经提到, 大量的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
从整体水平揭示了个体执行与遵守公平准则所涉

及的神经机制(Fehr et al., 2008; Harlé et al., 2012), 
而近年发展起来的弥散张量成像、近红外光学成

像等新技术还尚未成熟运用到社会决策领域的研

究中。近年来兴起的一个热门研究领域, 就是用
不同模态的脑指标来预测个体的认知能力(Lewis, 
Baldassarre, Committeri, Romani, & Corbetta, 2009; 
Zhu, Zhang, Luo, Dilks, & Liu, 2011)。这方面的现
有研究还主要局限在基础认知领域(知觉、抑制控
制等), 而在高级的社会认知领域(如对公平准则
的执行)的应用还很少。我们认为, 社会决策中涉
及的高级社会功能是基础认知活动在社会情境中

的一种延伸(Buckholtz & Marois, 2012), 因此在
公平决策行为中体现出的个体差异, 也可能像基
础认知活动一样能找到相应的神经标记。那么 , 
研究者就可以通过考察个体大脑的形态结构来预

测他们在公平决策中的行为模式。 
3.4  公平行为相关脑区的整体性 

在前文中提到了许多在公平相关任务中被激

活的脑区(前脑岛、DLPFC、杏仁核、ACC、VLPFC
等), 而对这些脑区功能的解释还存在很多争议。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这些脑区的功能并不是相互
独立的, 而是相互影响并形成大尺度的神经网络, 
因此当研究者孤立地考察这些脑区的功能时会有

许多不一致的发现。可见, 后续的研究应该更加
注重对公平行为相关脑区整体性的探讨, 而不是
对单个脑区的活动进行解释。近年来得到广泛应

用的多体素模式分析(multi-voxel pattern analysis, 
MVPA)技术就为这一研究思路的实现提供了可能
性(Norman, Polyn, Detre, & Haxby, 2006)。与传统
考察单个脑区在任务中的激活不同, MVPA 技术
可以同时结合多个脑区的激活信息以及这些脑区

之间的连接信息, 并且利用这些整合性的信息来
预测个体的行为表现。我们认为, 研究者可以借
助这项技术对公平相关的多个脑区间的联系, 以
及它们与个体公平行为之间的关系做更加深入的

考察。此外, 不同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结合也能
够帮助我们理解脑区间的相互关系。 
3.5  注重社会情境对决策过程的影响 

虽然研究者们对个体在社会互动情景中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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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非常感兴趣, 但在以往的大多数研究中, 个体
间的互动往往被研究者严格控制。换句话说, 参
与者在实验室中的决策过程是在一个封闭的社会

情境中进行的, 虽然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经典范式
的这些设置避免了无关信息对个体决策的干扰 , 
但这显然削弱了实验的生态效度。在真实生活中, 
个体在进行公平相关的决策时, 除了考虑分配方
案的公平程度之外, 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 例如
与分配者的社会关系(朋友、上级等)、对方的个人
信息(外貌、贫富)等。在这些不同的社会情境中, 
个体对公平准则的执行与遵守, 可能是由不同的
社会因素的影响。社会心理学家们很早就发现 , 
个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对群体内成员和群体外成

员的态度有巨大差别 , 即所谓的内群体偏好
(Brewer, 1979)。那么个体在与群体内或群体外成
员进行社会决策时, 背后的行为动机可能有很大
差异—— 拒绝群体内成员的不公平方案很可能
是出于利他的动机, 目的是为了通过惩罚让群体
内遵守公平准则的个体增多, 从而让自己所属的
群体受益 ; 而拒绝群体外成员的不公平方案可
能是基于报复的动机 , 目的是为了让对方不能
得到比自己更多的收益。可见, 将公平相关的决
策行为置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下 , 可能有助于
丰富现有的理论模型 , 让研究者对个体执行与
遵守公平准则所涉及的动机以及心理机制有更

为全面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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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dely regarded as a crucial topic in human society, fairnes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decision-making. Economists and psychologists focus on discovering the motivational and cognitiv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fairness norm. Based on recent researches on fairness norm, three core models 
related to the fairness norms, namely inequity aversion, reciprocity, and emotion models, were summarized. 
Behavioral and neuroscience studies that are for or against these models were reviewed and compared. 
Specifically, the functions of those brain regions (the insula and the DLPFC) that are closely linked to social 
decision-making were discussed. Finally, the authors provided their opinions about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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